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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胜档案与清代文书制度
冷 东,吴 东 艳

(广州大学 十三行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006)

摘 要:清朝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晚,中国人黄亚胜在广州被外国水手杀死,其后凶手被指控为

英国水手,中英双方就此案件进行长期交涉,成为鸦片战争前中英商贸、外交及司法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黄

亚胜事件保留了一批珍贵档案,深刻反映了清代文书制度的内容特点,影响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商贸、外交关

系、涉外法权、条约口岸体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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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清朝重要的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

海路外贸职能,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十三行贸易体制。广州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

心。在中外商贸、外交、司法等领域的交流、纠纷和交涉中,清政府以文书制度为基础,衍生出清廷

与外商、清廷与行商、行商与外商、外商与清廷广泛而又错综复杂的信息传递网络,成为清代前期处

理涉外事件的基本渠道、中英两国历次重大事件的详细记录,也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本文

仅以黄亚胜档案为例,评析清代文书制度的特点、形式及其影响。

一、黄亚胜档案概述

清朝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10年1月16日)夜晚,中国人黄亚胜在广州被外国水手杀

死(有关黄亚胜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本文作者另有专文论述),其后凶手被指控为英国水手,中英

双方就此案件进行长期交涉,成为鸦片战争前中英商贸、外交及司法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①。
黄亚胜档案是审理案件过程中所形成、至今仍留存的原始性公函、信件、记录等,由中英两种语

言记录。从其使用文种和形成过程来看,其主体属于清代官方档案中文文书,是广东各级军政衙门

在处理黄亚胜案件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件、英国方面给广东地方政府各衙门复文或禀呈的文书、兼
及部分民间档案及基督教会档案。这些档案原保存于广东,鸦片战争后辗转流至国外,分布于众多

① 参见吴义雄:《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历史研究》2006年4期)。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

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张之毅:《清代闭关自守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88年5期)。陈才俊:《马礼

逊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考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5期)。程明:《清代的“封舱”制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8期)。贺其图: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司法冲突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4年2期)。向军:《鸦片战争前英国破坏中国司法主权

述论———广东地区典型涉英刑事案件透析》(《五邑大学学报》2003年1期)。唐伟华:《清前期广州涉外司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
年博士论文)。王巨新:《清代前期涉外法律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高肖:《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来华外人的司法管辖》

(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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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之中,是研究黄亚胜案件及清代文书制度重要的资料依据。
英国作为与清朝进行贸易的主要西方国家,又是黄亚胜案件的涉案一方,有关资料多集中在英

国东印度公司档案①中,最重要的是编号FO1048/10/19(1/6)至FO1048/10/19(6/6)的六份文

件,是黄亚胜案件审理现场证人方亚科、周亚德的审讯笔录。此外FO1048/11/1文件,是在审理主

要案犯陈亚茂审讯笔录基础上而呈交的禀文,但是审讯笔录至今未有找到。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档

案中FO1048/11/1《南海县上粤海关禀》、FO1048/11/2《粤海关下洋行商人谕》、FO1048/10/6《谕
外洋行商人》、FO1048/10/7《粤海关谕外洋行商人》、FO1048/10/21《亚士但上两广总督禀》、FO
1048/10/89《南海县下洋商谕》、FO1048/11/10《南海县下洋商谕》等其他文件,都是在这三次审讯

记录基础上形成的往来文书。
《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所保存的与十三行行商及

中国官方来往的函件、公文底稿,共有文件97篇,抄本原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上世纪20年代为

许地山先生校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研究中英关系重要资料[1]。《达衷集》中有关黄亚胜

档案共有15件,为《亚士但上两广总督禀》、《亚士但上广东巡抚禀》、《粤海关下洋行商人谕》、《亚士

但上广州将军禀》、《亚士但上镇粤将军禀》、《喇佛上两广总督禀》、《广东巡抚为黄亚胜被夷人戳伤

身死事下南海县札》、《喇佛致行商书》、《南海县下洋商谕》、《啵啷上两广总督禀》、《粤海关下洋行商

人谕》、《行商上粤海关禀》、《啵啷等上总督及海关禀》、《行商具结》、《南海县下洋商谕》,很多内容与

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相同,但是缺少最重要的三份证人口供笔录。此外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

编年史》第三卷[2]第六十五章《清剿海盗》、第六十六章《勒索与凶犯》、第六十七章《与总督的愉快关

系》、第六十八章《下级官吏敲诈勒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3]《关于伤害及杀人案件

的刑事法权;广州对水手们的诱惑》、《1810年英国皇家“乔治号”船的死亡案》等,也是黄亚胜案件

的有关资料。
马礼逊在黄亚胜案件审理的翻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基督教会档案”及《马礼逊回忆录》中

有少量记录。此外还可参阅嘉庆朝《清代外交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

题档案文献汇编》、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叶名琛档案》等资料。综合这些资料,得以还原黄亚胜

案件的来龙去脉,显见清代涉外文书制度的特点、内容及影响。

二、黄亚胜案件与文书制度

鸦片战争前广州外贸体制包括四个方面: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十三行商,十三行商具体

经营对外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澳门为来华贸易西方各国商人的居留地,广州黄埔为西方各国商船

临时停泊港口。
在文书传递环节上,清政府未与通商各国建立正常的邮政联系,中国传统邮驿体系只传递官方

公文情报,不受理民间和海外邮件。广东官府亦不同外商发生直接接触,依靠十三行商作为与外商

联系的中介,居中转达官府对外商的谕令、告示和公函书信。而外商与官府的文书传递,亦由行商

居中转达,“凡夷人具禀事件,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4]。《粤海关志》详细记

载了具禀程序:“必须赴总督衙门禀控,应将禀词交总商或保商代递,不准夷人擅至城门口自投”,
“若事属寻常,行商并未拦阻不为代投,及不应具禀之事,该夷人辄行逞刁违抗,带领多人至城门递

禀者,即将该夷商贸易暂停一月,不准买卖货物,以示惩警”[5]卷29,《夷商四》。因一般贸易事务引起的纠

纷,外商应到粤海关衙门投诉;一般交涉事务,应到澳门同知、香山县丞等衙门投诉,按照一般程序

① 参考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苏精教授提供的基督教会档案马礼逊资料及线索,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游

博清博士提供的东印度公司档案及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黄亚胜案件资料及线索,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香港大学马楚坚教授提供的英

国外交部档案有关资料及线索,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审理。
与文书制度密切相关的为“保商制度”。为了加强对外商及外籍水手的管理,乾隆十年(1745)

清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实行“保商制度”。“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以专责成,
亦属慎重钱粮之意”[6]新柱等折五。保商制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外商做保,一是行商互保。根

据清政府的规定,“外洋夷船到广,俱先投省行认保”[7]。具体到每一条外国船,都必须指定行商承

保,有时是行商轮保,有时是外商自择行商作保。外商购销、报关、向官府递送文书等在华事宜均由

该保商代理。“并且要对外商、他们的商船和他们的水手的一切行为负完全责任,从买一篮水果直

到一件谋杀案”[8]84。保商对外国商人所负责任极为重大,一旦外商触犯中国法律,“不独该夷商照

新例惩办,并保办之洋商亦干斥革治罪”[9]道光朝,卷9,p620-621。
黄亚胜案件发生后,广东地方官员首先责令行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交涉,责令

协助调查乃至交出凶犯的责任,而当英方拒绝交凶后,则采取停止与英国贸易即“封仓”的做法,使
其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如果他们不能承受如此代价,就只有屈服交凶。因为风帆时代的英国商船

必须依照季风的变化航行,7、8月份西南季风把船只带到中国开始交易,次年1、2月乘西北季风返

航,否则将耽搁至第二年,蒙受重大损失。当分歧出现时,清朝政府官员只需简单地坐在后面,等着

时间和金钱的压力迫使英方制定出解决方案,因为他们很清楚,为了避免拖延到下一个交易季节,
外国商人最后总会妥协[10]。

当然“封舱”也是一柄双刃剑,使用不好也会损伤广东官方。因为粤海关的税收在清朝财政占

重要地位,仅嘉庆年间,粤海关税收平均每年143万两,“如有不敷,即著经征之员赔补”[11]。如果

长期“封舱”,粤海关当年的税收不但无法完成,而且还影响下一个年度的税收计划。如果涉外案件

惊动清朝中央甚至影响中英关系,经办官员要丢掉乌纱帽甚至脑袋。为此经办官员不能不考虑事

态发展下去的恶果。英方也看到中方的弱点,“恃以纳税较多”、“意图挟制”[12]嘉庆朝四,p21-29,两广总督

百龄下令“封舱”后适合航海的风汛期即将过去,以风帆作动力的商船很快就无法离开,面对英方的

强横,只好接受英国大班先放船只出口,以后再稽拿罪犯的建议。检阅当时的文献,案件审理长达

两年,期间广东官方在省内有着相当频密的公文往来,但从未向清廷中央禀报黄亚胜凶杀案件,更
没有禀报“封舱”行为及英方的种种抗议,与同期频密上报的传教士动态反差巨大,明显想把黄亚胜

案件审理控制在广东省内,从而使得案件最后不了了之①。
黄亚胜案件审理过程中,十三行行商处在非常尴尬的处境。他们并不具有侦查刑讯等司法权

力但要承担命令英方交出凶手的司法功能;他们并不具有谈判决策权力但要承担迫使英方低头的

外交功能;他们只是双方文书的邮差但要承担来自双方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涉外案件的发生对行

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洋人的不法,向来都是官府勒索的借口。这种勒索的强度并不取决于案

情的大小,而是在于商人的财力。凡欧洲人方面有任何违反规章的行为,官府即可引为理由,视为

是对该欧洲人所在的船只进行勒索的一个良好机会[13]191。1805年,因英国“四轮马车号”事件,潘
启官在外夷与粤海关监督之间奔走,但由于外国人“冒犯”禀帖要求,粤海关监督很恼火,罚款潘启

官100000两银子[10]9-10。“海王星号”事件前,卢观恒是最富有的行商之一,但为解决这次事件耗费

了大量财产。黄亚胜案件中,卢观恒也受到勒索,1812年即去世[10]180。因此行商从自身的经济利

益出发,不希望“封舱”时间太长,致使“贸易久搁,行用无着”,甚至落得抄家入狱,充军新疆的下场。
诱人的经济利益和可怕的隐患使得行商往往跟外商站在一起,在黄亚胜案件中,行商积极斡旋,两
次具结,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行商利用清廷与英方的文书传递环节,甚至会修改双方文书中的

要点,隐瞒事实[10]145以求尽快结案。

① 参见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许地山校录:《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等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资料。



三、黄亚胜档案与文书形式

清代属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清代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只知藩属,不知外交。对当时来

华贸易的西方各国,一概视为朝贡国,载入《皇清职贡图》。而欧美国家在中国商品的吸引下,在长

达2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批商船跨越12500英里,耗时半年航行时间来广州进口各种商品。而清

政府则自诩“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9]嘉庆朝四,p29。这都决定了清代广东地方政府与外

国商人、十三行商尊卑分明、主客有别的行文关系。
在黄亚胜档案中,清朝广东地方政府致英国商人及十三行商的文书,主要以谕、示、牌、札等形

式的官方下行文书。如《粤海关下洋行商人谕》、《粤海关下洋行商人谕》、《南海县下洋商谕》、《广东

巡抚为黄亚胜被夷人戳伤身死事下南海县札》等。兹举《粤海关下洋行商人谕》[14]96-97为例:

  钦命督理粤海关税务,内务府郎中,兼饶骑参领,加三级,纪录十次,常谕外洋行商人卢观

恒、伍敦元等知悉。照得英吉利国凶夷戳伤民人黄亚胜身死一案,先据广州府具禀前由,当经

谕饬该商等转饬该国大班交出凶手,以凭发讯在案。兹准督部堂百咨开“前准贵监督咨会前

由,当将转饬虎门等处营汛员弁兵役严查出口夷船,无红牌照验者,即行截留,以凭跟究缘由,
移覆在案。惟查外夷殴毙民人,不但定例森严,亦且于天朝体制功令均有关系,必应据实具奏

惩究。该洋商等辄以该大班一面之词朦混搪复,本部堂现在传到该商等严谕责令向该大班交

出凶夷,如敢稍有蒙祖(袒)以致凶夷漏网。在该商等固应一体严办,而本部堂与贵监督亦恐上

干圣诘也。相应再行咨会,希即严饬该大班,勒令查明将凶夷交出究抵,幸切幸切”等因,到本

关部,准此。合行再谕催。谕到,该商等遵照迅即转饬该国大班查明交出凶夷,以凭究抵,如敢

稍有蒙祖(袒)以致凶夷漏网,定将该商等一体严办。事关外夷伤毙民人,毋任免脱,致干株累。
速速。特谕。

嘉庆十五年正月初五日谕。
而英国方面及十三行商向广东地方政府发出的上行文书,最重要的文种为禀,为卑幼者向上有

所陈述时所用的文书形式。如《亚士但上两广总督禀》、《亚士但上广东巡抚禀》、《亚士但上广州将

军禀》、《亚士但上镇粤将军禀》、《喇佛上两广总督禀》、《啵啷等上总督及海关禀》等。兹据英国广州

特选委员会主席《喇佛上两广总督禀》为例[11]98-101:

  英吉利国夷商喇佛等禀请总督大人万福金安。
敬禀者:
夷等前奉南海县太爷谕饬,内据地保禀报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承远街有工人黄亚胜被人

戳伤身死,拘获方亚科、周亚德,供系黄亚胜等诓骗夷人银两,被戳身死等供,谕饬夷等交出凶

夷办理。夷等遵即遍查本国夷人,均称并不知情。经浼各商代为禀明后,本年正月初七日,奉

到关部大人钧谕以黄亚胜等因起意诓骗夷人银两致被戳毙,黄亚胜本系有罪之人,按之王朝法

度该夷人自可量从末减。饬令夷等将凶夷送县认明讯供,仍交夷等领回收管,便可及早放关回

国,将来秉公定案,具奏,该凶夷亦断不致罹死罪。此是大人格外恩恤,夷等无不感激。倘可查

知系何夷人,即当立时交出,断不肯包护凶夷一人,误一国贸易大事。奈遍查无踪,莫可如何。
后奉广州府大老爷,南海县太爷,亲到夷馆带出方亚科、周亚德审讯,据供实因黄亚胜起意商同

陈亚茂等八人抢夺夷人银两,夷人不依,黄亚胜与夷人扭住被戳身死等语。随讯以夷人姓名。
不能说出,又不能认识夷人面貌。且本国夷人在中华贸易人数众多,夷等止系管理贸易事务之

人,并非本国夷官可比,不能逐一加以刑法审问,是在无从查交。今因此事,祖家各船未蒙恩准

发给红牌。惟是夷等祖家各船一国买卖,资本重大,现在俱已满载,正须乘风扬帆。倘再担

(耽)延,恐风帆已迟,不能回国,关系非轻。如果实系夷人致伤华人,应当治罪。若有知情,不

独夷等不敢不交,即各船商梢又岂肯因彼一夷误众人回帆之理? 此系实在下情,夷等向沐大皇



帝深爱,又蒙大人怀柔大德。恤念十余万里重洋远涉;风帆不能久迟。恳将夷等祖家各船给发

红牌,准放出口。夷等即将此案由详细寄信,禀知本国王,将各船人等严审,如有此等凶夷,即

当照例治罪交出。或俟拿获陈亚茂等问出凶夷姓名住址,即将姓名寄禀本国王,亦当照例治罪

交出。如此凶夷不能逃免,夷等各船又得及早回帆,不致延误。
务求大人格外施恩久(允)准所谓(请),不独夷等暨各船夷人沾恩,即本国王亦感激无既

矣。
喇佛禀中请求的“红牌”,也是清代下行文书一种,是粤海关监督发给外国商船往来省澳及返航

归国的通行证。其用纸系单幅状式,上面预先印有蓝色板框,板框由上部梯形与下部方形构成。整

个框架均为双边,内填以飞虎火焰花纹。上部梯形内刻有“信牌”或“宪牌”两个大字,下部方形框内

空白,则备作为写文件的内容。书写牌文时,须将纸幅向后左右对折,将方形框分为左右对称两部

分。右半部用于书写公文的前衔、事由、正文和结束语,左半部书写受文者和后书。并须编号及斜

盖半印,以凭勘验对合[14]。
黄亚胜档案中还有具结文书,作用与今天的保证书相当,在清代用途极其广泛。凡官吏民人

等,立书面文字,以表示本人行为清白和真实者,通称为具结或干结,这种呈中国官府的甘结,也是

上行文书一种。兹举《行商具结》为例[11]120:

  具结洋行商人十家,令(今)赴大人台前,结得缘民人黄亚胜身死一案,现喇佛回国确查有

姓唩啉之凶夷,得有回信,即当据实禀明,不敢狥庇。所结是实。
嘉庆十六年正月十四日结

除了上行文书及下行文书,还有平行文书,即十三行商与英国商人之间的书信文书往来,采用

“书”或“函”的形式,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兹举《喇佛致行商书》为例[11]102-104:

  迳达者,弟等得接仁兄于本月初四日由省付来之信一封,内包南海县太爷之钧谕,再发起

来而谕,民人黄亚胜被戳伤身死一事。照得其事之后仅四月,差役拿到了犯证陈亚茂,被供黄

亚胜被红毛国鬼子晏哆呢、唩啉、咟叻喇戳伤身死。故此嘱弟等将本案凶夷唩啉等交出送省,
并查凶夷实係何船夷人,何行认保等语。弟不知何缘如此饬谕,想南海县主及各宪非已忘如何

公司在省时,有无公道停大公班衙船之后,大人以弟应寄炸与本国以便查明,如实船内有凶手。
即照例究办,即准船开行出口。如此办,似认查到现犯罪者为最难。如何船去了后二个半月,
着弟交出凶手乎? 再纔刚称凶手在船内,而船已去了好久,令弟刻日送凶手到省,此无一毫形

为公便矣。弟刻日送凶手到省,此无一毫形为公便矣。弟前应如后查出凶手之姓名,就寄之道

本国,以助查明犯罪者为何人可也而已。致(至)所写出之夷人名,因汉字音韵与祖家的言语不

通,名字未得十分明白,见得不过是名,非是姓。又各船不谕系米利坚国船,不论系英吉利国

船,都有这此名字,若未有姓,何以查得到? 故此弟为陈亚茂所供,不认得凶手实系本国人。陈

亚茂说供不足为无疑之凭据。俱请仁兄等将善言详细<……>南海县各宪所付来之意,望其复

思该事无补办之。照天朝所久为名,即公智者也。但由之现在南海县之谕,似远离。耑此走

达,顺候,总显仁兄常好也。
广东十三行的行名和商名,在清朝官方文件上没有系统的记载,历年兴替也缺乏具体的统计。

据彭泽益统计,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十九年(1839)纳入统计的38个年份中,共有行商404
或421家,行商最多年份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26家,最少年份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4家,
通常行商数为10~13家(占20个年份),实数为13家的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
两个年份[15]。而黄亚胜档案可以提供中文原始资料的佐证。

黄亚胜案件中,涉及的行商共十家,时为总商的广利行卢观恒,还有怡和行伍敦元(伍秉钧)、东
生行刘德章、西成行黎颜裕、同泰行麦觐廷、丽泉行潘长耀、东兴行谢庆泰、天宝行梁经国、万源行李



协发(李应桂)[11]121。而怀疑肇事外国商船保商福隆行因行商郑兆祥①之前已携款潜逃[16]155,暂时

由商伙关祥代管[11]121,后由关祥之子关成发接充行务[1]155。而嘉庆元年(1796)任总商的潘氏同文行

嘉庆十三年(1808)暂停行务,嘉庆二十年(1815)方复出,改行名“同孚”,故未参与黄亚胜案件审理。
黄亚胜案件文书传递过程中,翻译的作用非常重要。对于英国商馆来讲,正确翻译的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首重的工作是要明了总督和海关监督来文的全部意义,不要行商信口开河的广东英

语,而是必须参照汉文文件原稿;更重要的是,必须将委员会论辩的全部语气转告给官员们[10]130。
黄亚胜案件发生后,英国广州商馆著名中国专家小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
不在广州,英国商馆专门派遣“羚羊号”前往澳门将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接到广

州。马礼逊来华仅两年多,但已对中国社会有了深刻了解,特别是他能书写中文,能使用中国官话

或广州方言交流,展示了马礼逊外交方面的出众才能[17]。直至1834年去世,马礼逊参与了历次中

英冲突的谈判与交涉,充当解决事端的重要角色,也促进了外国人士学习汉语的热情[18]。
在清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公文的撰制,一般先由书吏起草,经幕友点改润色后,交长官审

批,最后由书吏誊正发出。黄亚胜档案中周亚德即有三份供词②,除个别字句外,内容基本相同。
黄亚胜档案中最初是记录了周亚德广州方言的口供,然后又以清代官话誊写了两份。

虽然清代文书制度中尚有谕、示、牌、札、呈等其他文种形式,但是黄亚胜档案中基本包括了地

方政府处理涉外纠纷的主要文书形式,为探讨清代文书制度提供了实例。

四、黄亚胜案件及文书制度的影响

黄亚胜案件虽然只是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一个小插曲,但却成为鸦片战争前中英商贸、外交

及司法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并深刻影响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商贸、外交关系、涉外法权、条约口岸

体制的变迁。
(一)英国开始侵犯中国邮权

清政府拒绝与通商各国建立正常的邮政联系,主要依靠十三行商作为与外商联系的中介,居中

转达官府对外商的谕令、告示和外商的公函书信。而中国传统邮驿体系只传递官方公文情报,不受

理民间和海外邮件,满足不了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需求。1833年12月10日,英国枢密院公布

了一道委任令,任命律劳卑男爵为英国新设置的驻华商务监督,隶属英国外交部。律劳卑到达广州

后,即在其广州驻所开办了一间“英国邮局”[10]64,是中国最早的外国邮局。
邮局和邮政业务是国家主权之一。律劳卑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开办“英国邮局”,侵犯了中国的

邮权,性质是非法的,开了西方客邮在中国的先河。鸦片战争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四款第

一条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

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19],这就使英国侵犯中国邮权的行为

得到了条约的掩护。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竞相设立邮局,来往邮件都以其本国的邮袋装运,不受

中国海关检查,甚至走私贩毒,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20]。
(二)英国谋求改变交涉体制

律劳卑1834年7月15日到达澳门,7月20日致信两广总督卢坤要求直接会晤。在未经许可

的情况下,律劳卑7月24日擅自进入广州,与清朝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和冲突。
律劳卑的目的是突破清朝与英国的交涉体制及十三行通商制度,力图实现英国政府建立与清

朝直接官方联系,事先未向清政府或广东地方当局正式通报,没有遵循由行商居中传递公函信件的

旧规,直接派员手持函件到广州城门递交,遭到拒绝。两广总督称:“传谕天朝定例,除在粤贸易大

①

②

另说为:“邓兆祥”或“邓光祥”。参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0页。

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中文档案FO/1048/10/19(1-6)及253A/1/18②。



班等夷商之外,非奏奉谕旨,不准进省。该夷目查理贸易事务,应即在澳门居住。如欲进省,应告知

该商等,先行具察,本部堂驰驿入奏,恭候奉到大皇帝谕旨,再行饬遵”[21]道光十四年,第5号。
与广东当局对峙了一个多月,两广总督卢坤拒绝律劳卑的要求,下令停止与英国的贸易,撤退

通事、买办、仆役,驱逐律劳卑离开广州。在此压力下,律劳卑被迫在9月14日退回澳门,10月11
日,心力交瘁的律劳卑在澳门病故。这个事件被英国政府视为极大的耻辱,成为英国朝野鼓吹对华

战争的催化剂[22]。
(三)影响清代文书形式

律劳卑除了希望改变中外交涉制度和文书传递制度,还希望改变“不平等”的文书形式。他认

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地位与两广总督平等,故递交函件抬头用平行的“书”(letter)字,拒绝在他看

来代表卑下地位的“禀”(petition)字,反对将外国商民称为“夷”[5]141-142,不肯低贱的称呼清廷官吏

“大人、老爷万福金安”。从而导致长达三个月的中英冲突。
鸦片战争以后,照会逐渐变成外交文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总

管大员与中国大臣的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两国属员往来须平行照会。此后清政府与其他西方国

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亦规定,中国外交部门对各国公使,地方政府对各国领事,行文均用照会,从而

改变了原有的中外行文关系。其后照会便成为国家外交往来比较常用的一种专用文种,反映了文

书制度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黄亚胜档案及清代文书制度深刻反映了文书制度的重要作用。作为天朝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清代前期文书制度和传统通讯体系明显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对海外贸易和中外关系产生了重大

影响,是导致清朝由盛至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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